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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sight）是研判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并引导资源配置的重要政策工具。

以美国为研究对象，系统回顾其技术预见的发展历程与主要实践。通过文献分析与案例梳理，重点

考察美国对技术预见早期发展的贡献，以及联邦政府近年来开展的两轮关键技术选择活动。美国虽

未形成集中式、制度化的国家技术预见体系，但通过关键技术选择及多元政策工具，在科技优先事

项设定中发挥了替代性作用。这一路径与美国自由放任的政策传统和分散化科技治理结构密切相关。

阐述了美国技术预见实践的主要特征，并分析了其对中国开展国家技术预见活动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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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技术预见的历程、实践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起，“技术预见” （Technology 

Foresight）在国家安全、科技发展与经济竞争中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 [1-2]，其通过研判科技动态与未来

趋势，帮助国家合理配置资源、确定优先事项。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纷纷

将技术预见纳入政策工具，以支持科技决策。

美国作为全球科技领先者，自二战后持续将资

金投入高等教育与基础研究 [3]，长期保持相关领域

的创新优势 [4]。然而，在国家层面，美国未开展集

中的科技规划，未将技术预见作为突出工作，这与

其他发达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并不是美

国技术预见的全貌。在技术预见的早期发展历程中，

美国开发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技术预见方法 [5]。本文

主要从以下 3 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梳理美国技

术预见的发展历程及其在早期阶段的贡献；第二，

分析在各国相继开展技术预见计划的背景下，美国

所采取的实践路径及其内在逻辑；第三，总结美国

技术预见实践的主要特征，并探讨其对其他国家科

技规划与政策制定的启示。

1　美国早期技术预见的历史进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带来了巨大的社会

变革，促使人们对未来的技术和社会发展进行更多

的思考和预测 [6]，如普莱斯纳对语音打字机、电视

等的预言，以及 20 世纪初的“原子间能量”“掌

握裂变和聚变潜力”“公元 2030 年的世界”等预

测 [7]。在展望未来科技的背景下，美国公共部门与

私人部门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研发出一系

列方法与工具，为现代技术预见奠定了重要基础。

1.1　二战前的探索阶段

在 1929 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

亟须摆脱困境。面对市场失灵的情况，人们开始思

考科技发展与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新经

济理论突破了古典自由主义教条，主张政府运用规

划工具调控国民经济，这些措施已具备未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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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影响，并选择具体路径以实现理想目标。

为应对危机、构建稳定的未来，美国联邦政府

启动了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预测工作。社会科学家

威廉·F·奥格本（William·F·Ogburn）领导的

专家团队于1933年编制《美国最近的社会趋势》，

系统梳理了社会问题与技术影响，随后，该团队在

1937年完成《技术趋势和国家政策》[8]，对未来20年

的科技社会发展进行展望，预测了包括电视、塑料

和空调等在内的 13 项重大发明及其社会影响。

这一时期的技术预见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

是趋势外推法（Trend Extrapolation），假定影响因

素保持稳定，基于历史数据推断未来趋势；二是因

果关系与机会法（Causality and Chance），通过概

率统计的方法预测发明的出现条件与影响。两者均

依赖定量建模，前者侧重线性推演，后者基于统计

概率。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这种以定量建模为

基础的方法工具在美国的兴起，不仅标志着美国国

家技术预见工作的正式启动，也为此后的技术预见

研究提供了范式。

1.2　二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蓬勃发展阶段

20 世纪 30 年代的技术预见并非独立实践，而

是国家战略规划的组成部分。二战期间，战争需求

推动了运筹学与系统分析的发展 [9]，为预见方法奠

定了理论基础。二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军事

部门和社会组织推动了方法论创新，预见对象也从

军事技术逐步扩展至社会议题，并在 20 世纪 60 年

代末形成未来研究浪潮。

1950—1960 年，美苏的核军备竞赛使得对未

来技术发展态势进行研判成为国家核心议题 [10]。

美国空军资助成立的兰德公司成为技术预见的主

力，其研究方法论及智库模式影响深远 [11]。这一

时期的技术预见聚焦于如何应对国际局势的不确定

性，而传统的趋势外推与因果统计方法已无法满足

需求：二者既缺乏充足的历史数据支撑，又难以处

理“冷战”背景下复杂多变的战争情景与决策优化

问题 [7,12]。为此，兰德公司的赫尔曼·卡恩等人对

不确定性进行区分：“统计不确定性”需通过复杂

计算处理，而“真实不确定性”则涉及人类决策主

观性，超出传统定量范畴[13]。针对“统计不确定性”，

研究人员开发了计算机可编程的分析方法，包括线

性与动态规划、系统模拟、博弈论及人工智能等新

方法 [11]。针对“真实不确定性”，研究人员创新

性地提出德尔菲调查法与情景分析法：德尔菲调

查法通过多轮匿名专家咨询凝聚共识 [14]；情景分

析法则通过构建多种未来情景，识别最可能的发展

路径①。

随着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缓解和 1968 年《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订，“冷战”局势趋缓，公

众关注焦点从核威胁转向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

气候、能源和人口等社会议题 [15]。随着德尔菲法

等方法的解密 [1]，20 世纪 50 年代开发的预见方法

被广泛应用于社会领域。然而，受 20 世纪 50 年代

军事预测方法的影响，美国未来研究呈现出以量化

建模为核心的科学化、系统化特征，即以较高置信

度对未来技术进行概率评估 [10]。

2　美国近期的技术预见实践

2.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技术预见理念与实践

人们曾试图筛选出最可能实现的“单一未来”，

认为正确的预测是衡量技术预见价值的唯一标准。

因此，当技术预见未能成功预测 1973 年的石油危

机时，技术预见的实用性受到了质疑 [16]，进而引

发了对于技术预见方法和理念的批判 [17]。批判主

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前技术预见方法过度

依赖量化模型，忽视了复杂环境和质性研究等因

素；二是在理念上，技术预见方法假定未来是单

一且确定的，未考虑多元主体的意愿与行为对未

来的塑造作用 [18]。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

兴起，美国退出了社会规划领域，未来研究被进一

步边缘化 [19]。

然而，新自由主义浪潮提高了经济全球化程

度，加剧了各国间的市场竞争。同时，随着计算机、

生物医药等新兴技术的持续涌现，在有限资源的约

束下，政府和企业亟须通过科学工具确定技术投资

的优先级 [19]，识别关键研发领域，避免资源浪费，

从而巩固技术研发中的比较优势 [1]。

①　情景分析法背后的理念经历了显著演变。20 世纪 50 年代的情景分析法虽提及替代性未来的存在，但其本质仍与德尔菲调查法等方法

相似，旨在预测“最可能发生的未来”，试图为“未来是什么”提供一个标准答案。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情景分析法不再聚焦于单

一预测，而是转向构建多种替代性未来，并为每种可能性制定相应规划。这一转变使其真正超越了早期技术预见的范畴，进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

 ◇姚逸雪，钟　卫，袁立科：美国技术预见的历程、实践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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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科学技术厅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组织实施了全国性德尔菲调查，并形成

了每 5 年定期开展调查的机制。20 世纪 80 年代，

学者约翰·欧文（John Irvine）和本·R·马丁

（Ben·R·Martin）通过对日本实践的研究，提出

了技术预见的概念 [1-2] ①。在继承了美国开发的方

法与工具的情况下，日本更新后的技术预见在理

念上否定了单一的线性未来观，认为未来是多种

可能性的集合 [1]；强调将技术置于社会经济复杂

系统中考量，注重技术与环境、社会和经济的互动，

并在此基础上规划行动路径 [20]。

这一概念为 20 世纪 90 年代多国技术预见计划

提供了基础 [21]，并逐渐发展为周期性、多轮次的实

践 [5]。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至今仍定期开展技术预

见工作，将技术预见视为科技决策的重要依据 [22-23]。

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Miles 概括了“全面技术预

见（Fully-Fledged Foresight）”的框架[24]，其包含3个

要素：对长期的机会和替代路径的预见研究、参与

式方法和政策导向。“全面技术预见”充分表征了

技术预见的关键特点，是国家推进技术预见工作的

重要参考。

2.2　美国的两轮关键技术选择

关键技术选择是一种技术预见方法，用以识别

和排序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领域，为未来科技发展

和资源配置提供重点方向。这种方法的基本假设是

某些“关键技术（Critical Technology）”在国家经

济繁荣和安全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其战

略意义，政府需要对这些技术的发展给予特别关

注和支持。围绕这些关键技术的筛选与优先排序

的活动，被称为“关键技术选择”[4]。从操作方法

上看，关键技术选择具有以下基本步骤：首先，

应定位和筛选专家；其次，通过专家研判编制初

级清单；最后，确定初级清单中的优先事项，进

而形成最终清单 [25]。

美国虽然曾在部门层面开展过具有技术预见

关键过程和方法特征的工作 [26-28]，但并未系统性

地推进大规模的国家级技术预见计划。在联邦政府

层面，其主要实践集中于两轮关键技术选择活动。

第一轮始于 1991 年，采取两年一次的运行周期，

并于 1998 年发布第四份报告后终止；第二轮始于

2020 年，计划每两年更新一次，截至 2024 年已发

布第三份《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此外，美国暂

无其他技术预见活动。无论从技术预见的专业性、

规模还是政策影响来看，美国的两轮实践均不及其

他科技大国。

2.2.1　第一轮关键技术选择

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德国制造业的崛起，

美国先进技术和工艺的比较优势不再明显。对于

如何应对这一国际挑战，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采

取更直接的行动，包括对某些关键技术进行有针对

性的研发 [29]。为此，美国国会于 1989 年底颁布了

《1990—1991 年国防授权法案》[30]，要求科学技术

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主任在该部门内设立一个国家关键技术小组，

每两年编写一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以确定哪些是

国家的关键技术。

在实践中，美国白宫召集了一个由 13 名专

家组成的小组。13 名专家中有 9 名由 OSTP 任

命，其中 3 名来自政府，6 名来自私营部门或学

术机构，他们通常被称为“科学顾问（Science 

Advisor）”。其余 4 名成员由国防部、能源部、商

务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人员组成。专家小组的任

务是编制一份包含不超过 30 项关键技术的国家关

键技术报告。原始立法中并没有“关键技术”的明

晰界定，而是将判断权交给了小组成员，由小组成

员根据自身专业知识确定关键技术清单。科学顾问

任命一名联邦官员担任座谈会主席。座谈会共进行

了两次，第一次会议负责确定初始清单；第二次会

议负责对初始清单进行分类，并由全体专家投票确

定关键技术的最终清单。

1990 年的首次座谈会由 OSTP 分管工业技术

的副主任主持，并委托第三方咨询公司提供背景性

材料、组织会议和撰写最终报告 [31]。小组成员首

先总结了既有的关键技术研究（国防部、商务部的

技术清单等）、其他联邦政府部门提供的简报，以

及公私部门研发机构和专家提供的资料等与外国经

济和军事技术发展相关的信息 [32]，制定了包括近

100 项技术的初级清单 [33]。确定初级清单后，根据

①　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组织实施第一次全国性德尔菲调查时采用了“技术预测”的术语。到了20世纪80年代，约翰·欧文和本·R·马

丁将日本的“技术预测”活动定义为“技术预见”，但日语中还继续沿用“科学技術予測”一词。同样，中国的国家层面技术预

见计划也延续了传统，继续使用“技术预测”一词。在本文中，“技术预测”与“技术预见”在内涵和外延是完全一致的。

·科技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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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国家需求”“重要性 / 关键性”和“市场规

模 /多样性”3个大项（共10个小项）的筛选标准，

筛选出包含 22 项技术的最终清单，这些技术被认

为可以在 10 ～ 15 年内融入商业或国防系统。

第二次座谈会于 1992 年举行，由来自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的人员主持，白宫工作人员提供指导，

编制方式与第一次相同。从第二次座谈会起，兰德

公司开始参与撰写报告。在第三份报告的编制中，

考虑到外部政策的变化，OSTP 没有组建正式的国家

关键技术小组。报告由新成立的联邦资助机构科学

技术政策研究所的成员与4名产业界人士整理而成。

这些专家基于第一份关键技术报告和国防部、商务

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技术清单，确定了初级清单。

清单的最终确定同时考虑了内外部因素：一方面，

采用“国际基准比较（International Benchmarking）”

方法分析初级清单中的技术，该方法是对欧洲、日

本等技术先进的国家中该项技术领域的地位和发展

趋势进行分析，以明确不同技术的相对重要性；另

一方面，考虑本国的经济和安全需要，确定了包括“经

济繁荣”和“国家安全”2个大项（共8个小项）的

筛选标准，并据此编制最终清单 [34]。

前 3 份报告的编制基本按照法案的要求进行，

报告的撰写者从少量学界专家和政府官员中产生，

而第 4 份报告不仅纳入了产业界精英的观点，在筛

选方法上也有所变化。为了反映美国真实的市场环

境，受委托主导第4次工作的兰德公司邀请了39家

公司的总裁、首席技术官和其他高层管理者参与报

告的编制。兰德公司对这些产业界精英进行半结构

式访谈，识别其认为在当前及长远发展中对企业、

行业乃至国家具有关键意义的技术领域，并进一步

探讨这些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主要挑战以

及所需的产业环境与制度条件 [35]。

20世纪 90年代末期，美国国会未对这些报告提

出进一步评论，也没有表明继续编制清单的意图，

因此关键技术座谈会中止。总体而言，每次关键技

术筛选标准均会有所变化，但始终围绕经济和国防

两个核心维度进行选择，并未考虑更广泛的社会需

求 [31]。同时，清单的编制主要由小规模专家讨论产

生，没有使用任何正式的预测方法。从政策影响来

看，关键技术清单的用途并不明确，对联邦科技发

展政策几乎没有影响。虽然清单在特定场合具有象

征性意义 [5]，如为利益相关者辩护或为部分联邦机构

提供参考依据，但其并未直接促成联邦科技政策的

调整或资源分配的变化 [31]。各份报告对关键技术的

定义和筛选标准不明确。技术条目主要基于已有报

告的不断累加而形成，而非通过细致比较确定真正

领先的关键技术。在兰德公司发布的第4份报告中，

技术清单确定的关键技术数量已从最初国会要求不

超过的30项增至100余项 [35]，无法有效指导优先研

发领域的确定。值得注意的是，上述 4 份报告几乎

得出一致结论，认为产业界应在技术发展中发挥主

导作用，而联邦政府的责任在于通过资助研发营造

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 [31]。

2.2.2　第二轮关键技术选择

时隔 20 年，关键技术选择再次进入联邦政府

的议程。与第一轮由国会立法授权政府进行关键

技术选择有所不同，这一轮的工作始于行政系统

的文件。2020 年，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通

过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提出，美国在技

术研发方面的领导地位正日益受到中国和俄罗斯

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要求确定和评估对美国国家

安全（包括军事、情报和经济）优势重要或可能

变得重要的“关键和新兴技术（Critical & Emerging 

Technologies）”[36]。

从清单编制机构来看，与第一轮工作相比，

第二轮的清单编制主责机构由 OSTP 转变为国家

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NSTC）。NSTC 是白宫的科技咨询委员

会之一，由承担重大科技责任的部门和机构选出

的代表组成，其职责是通过下设的小组委员会和

机构间工作组协调科学技术政策制定和执行 [37]。

清单编制的具体执行单位是 NSTC 下的“关键和

新兴技术快速通道行动小组委员会”。该小组委

员会成立于 2020 年，由 NSTC 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联合设立，专

门负责关键和新兴技术的遴选工作 [37]。2024 年的

小组委员会由 OSTP 和 NSC 各派出一名助理主任

担任联合主席。

3 次清单的编制遵循相同的流程。首先，初级

清单由小组委员会的 18 个成员部门各自用一年的

时间确定。18 个成员部门为农业部、商务部、国

防部、能源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国土安全部、

内政部、司法部、国务院、交通部、国家航空航天

局、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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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国家空间委员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管理

和预算办公室和科技政策办公室。参与清单编制的

是各个成员部门的主题专家①，他们负责提名其所

属组织认为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子

领域技术。初级清单确定后，由 NSTC 整合成为最

终清单。2020 年的清单包括 20 个技术大类。之后

的两次清单均有所调整，2022 年的清单将技术大

类减少至 19 项，并为每个关键和新兴技术确定了

子领域 [39]；2024 年的清单是对前两份清单的更新，

将技术大类减为 18 项 [36]。

第二轮关键技术选择的相关公开资料中没有

显示具体的筛选标准。其主要从原则上强调筛选新

兴和核心的技术。同时，还强调将这些技术分为三

大类：“最优先”“高优先”和“新兴技术领域”，

并对三类技术实施差别化的管理措施。

从政策影响上看，第二轮清单编制与第一轮没

有实质区别，如未能产生显著的政策影响。在实践

中该清单被用作简化部分技术领域专家签证审批流

程的参考依据 [40]，以及促进盟友间的国际科技合

作 [36]，这主要是为美国政府和机构制定技术竞争力

与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信息，而非法定的研发投资优

先清单。同时，与第一轮的观点类似，《关键和新

兴技术国家战略》也强调建设由学术界、国家实验

室和私营部门组成的创新体系对关键和新兴技术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3　美国关键技术选择的特点

美国的关键技术选择与技术预见具有相似之

处。两轮关键技术选择都是在外部经济环境冲击下

采取的应对策略，目的是维护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

防安全，并非简单地对技术发展进行线性预测。此

外，通过筛选关键技术确定科技发展优先事项的举

措，在目标和取向上与技术预见所强调的行动导向

相耦合。从这两点看，本文认为美国的关键技术选

择属于非典型的技术预见。其“非典型”性体现在

以下 3 点：

在方法论层面，美国的关键技术选择缺乏系统

性预见框架的支撑。“全面技术预见”要求构建多

方法协同的分析体系，通过地平线扫描、情景分析、

德尔菲调查等工具的组合运用，实现技术趋势与社

会需求的系统匹配 [5]。相比之下，美国的关键技术

选择仅依赖小规模座谈会和专家访谈，既未建立清

晰的技术关键性评判标准，也未能有效展现技术间

的协同关系，导致经济、军事需求与技术清单之间

的逻辑关联薄弱。

在参与主体方面，美国实践呈现出明显的精英

化倾向。全面技术预见强调通过多元主体参与构建

合作网络 [24]，而美国的关键技术选择始终局限于

少数联邦官员、产业精英和少数专家。与日本上千

名跨领域专家参与的德尔菲调查相比，美国缺乏广

泛吸纳学界和产业界的多元视角。

前两点只是折中灵活的方法层面的调整，政

策影响力层面的差异则将美国的实践与主流技术预

见彻底区分开。技术预见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政策制

定提供系统性支撑 [5]，而美国的关键技术清单与实

质政策工具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作为编制主体的

OSTP 和 NSTC 仅作为协调机构，既无权限又无资

源推动清单实施；清单本身也未能与联邦科研资助

体系形成制度性关联，其效力完全依赖各部门的自

发采纳。这种“有清单无规划”的特点，使得关键

技术选择仅停留在引导性参考层面，无法成为驱动

国家科技战略的核心政策工具。因此，美国的关键

技术选择被认为是一种“类似预见”的实践 [5]。

4　美国“非典型”技术预见的成因

美国的技术预见不具有明显的政策影响，有

观点认为，这是由于美国长期形成的自由放任政策

传统，使其在政策取向上天然排斥集中式科技规

划 [31]。然而，这一解释未能充分反映历史的复杂

性。纵观美国科技政策史，联邦政府的角色几经变

化 [41]，因此，理解其技术预见路径的独特性，须

回溯联邦科技政策的演进脉络，尤其是理解国家与

市场关系的变化。

4.1　二战前至 20 世纪 60 年代：从自由放任到直

　　 接干预

二战前，美国的科学研究基本处于自由放任

①　文中提及的主题专家是指联邦政府各部门出于一些工作任务的要求而聘用的专家。例如，美国能源部 2011 年的一项有关加强运营

合作的命令中要求与主题专家合作，并将主题专家定义为“在特定领域或工作流程中拥有资质和经验的个人；通过教育、培训 / 经

验成为特定主题、话题或系统公认专家的个人”。详见参考文献 [38]。

·科技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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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除农业科技外联邦政府极少直接资助研发，

而是主要依赖产业界支持高校研发及引进欧洲技

术 [3]。尽管当时美国已建立规模可观的研究体系，

但其基础研究质量仍逊于欧洲，其核心优势体现在

强大的制造业能力，而非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 [42]。

二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二战后的欧洲基

础研究能力被严重削弱，同时美国为应对“冷战”

的军备竞赛，大力投资科学研究。据统计，二战后

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经费支出总额

超过了所有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总和 [42]。1963年，

美国联邦资助占全国研发经费总额的比例高达

68%[3]，这些资金主要应用于国防、能源和太空等

领域 [42]，虽然这强化了美国的军事科技实力，但

也导致 20 世纪 70 年代的民用技术落后于日本和德

国，暴露出技术转化效率低下的结构性问题 [43]。

4.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从直接干预到创新体系

　　 建设

面对这一困境，联邦政府对其角色进行了调

整，不再将自身定位为研发投资的主体。1979 年，

来源于联邦政府的经费占全国 R&D 经费总额的比

例已下降至 48%。此后，这一比例持续下降，而

产业界的研发投入则显著增加。21 世纪初，联邦

政府的研发投入占比已降至约 24%，产业界的研

发投入则接近 70%[3]。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回归了自由放任的

传统模式，而是确立了一种间接但积极有为的政

府角色，这种角色的转变是在人们对“国家创新

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理解日益

深入的背景下发生的。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人们重新认识了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在这一视角

下，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由政府、产业界、高校

和资本等多元行动者，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一

系列技术投资、知识产权、反垄断等制度组成的

复杂互动网络 [48]。这些要素之间能否良好匹配

与互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科技创新的成

败 [49]。而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

刺激、培育和塑造各类行动者，以加强创新要素

间的联结 [50]。

4.2.1　具体实践：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创新体系的

　　　 内在联结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制

度设计有效衔接了创新系统中的各个要素。首先，

通过激励机制增强高校和联邦实验室等研发主体的

商业化动力。1980 年《拜杜法案》允许高校、非

营利机构和小企业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保留联邦资

助研究产生的专利权，改变了此前联邦政府集中持

有相关权利的制度安排，为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技术

合作及成果转化创造了更具激励性的制度环境 [3]。

同年，《斯蒂文森 - 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明确

联邦政府对其研发成果负有转化责任，推动联邦实

验室更积极地向私营部门转移技术。1986 年，《联

邦技术转移法案》则允许企业与联邦实验室签订合

作研发协议（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s，CRADAs），共同开发和转化研究成果，

为跨领域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这些措施共同奠定

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基础。

其次，联邦政府通过培育创新主体、支持主

体间协作强化创新网络的效能。1982 年，《小企

业创新发展法案》要求拥有大额研发预算的联邦

机构将部分研究资金用于支持小企业的研发活动。

通过提供从初期小额奖励到后续较大额度资金支

持的分阶段激励措施，每年为高科技公司提供大

量资金支持，培育了较多的初创企业，并将数百

项新技术从实验室推向市场 [47]。1984 年，《国家

合作研究法》减少了企业间研究合作的反垄断风

险，为行业研究联盟和知识共享奠定了法律基础。

1992 年，《小企业技术转让法案》资助高校、小

型企业和联邦实验室的合作研究。这些举措促进

了各创新主体，尤其是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

成功降低了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壁垒，进一步巩固

了多主体的协作网络。

最后，联邦政府还致力于发展能够联结各创

新要素的中介组织。除了政府、企业和高校之外，

中介组织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这些中介组织联结了政府、高校和企业，协调

资源、加强合作、推动技术转移和支持企业创新，

促进了创新网络的运行 [48]。在美国的创新体系中，

风险资本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关键中介 [49]。首先，

风险资本的作用体现在技术兴起阶段。该阶段通常

伴随重大技术突破，但市场不确定性较高。此时，

风险资本通过严格筛选商业提案，从而识别出最有

前途的技术。技术项目确定后，风险资本通过提供

资金填补了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覆盖的空白。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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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风险资本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进行了监管和

税收改革，使得资本利得税率降低；1978 年《雇

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出台，允许养老基金将一小部

分资产分配给高风险投资。这些政策扩大了资金池，

促进了风险资本的发展 [50]。

4.2.2　有限介入：关键技术选择作为补充性政策

　　　 工具

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创新要素之间

的关联，构建了一个高效运作的创新生态系统，使

得各要素能够高效匹配和协作，这些措施与其他国

家采取的技术预见相比，具有相同甚至更好的效

果。其他国家采取技术预见，是因为这些国家认为

技术预见能够“链接（wire up）”国家创新体系 [51]，

确保各参与者的优先事项一致，进而推动有效的合

作与长期伙伴关系，增强国家创新体系内的联系，

提升系统整体的创新效率。美国的制度设计可以有

效激励不同主体间协作，实现关联高校、企业、联

邦实验室、金融中介等关键要素的功能，因此无须

使用技术预见的手段促成“链接”。

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的背景下，

美国仍推进了关键技术选择工作。两轮关键技术识

别的主要目标均是在特定国际竞争格局下识别潜在

的关键技术领域，而技术发展的具体路径则主要依

赖创新体系的自主运作。第一轮编制工作已确立这

一原则。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正处于理顺制度安排、

优化国家创新体系整合与运行机制的关键时期[31]。

在这一背景下，4 份报告几乎得出一致结论，认为

技术发展的主导力量应来自产业界，政府则应通过

营造创新环境来促进技术创新。随着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重大科技政策的持续推进，美国逐步构建了

一个高效、自主的创新体系，创新体系的效能日益

凸显。因此，在第二轮编制工作中，“依靠创新体

系的自发运作”的原则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强化。

《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肯定了学术界、国家

实验室和私营部门协同创新在发展关键技术上的重

要性，即关键技术清单的定位更倾向于为创新体系

提供来自联邦政府的参考建议，而非直接干预已形

成良好运作机制的创新体系。

5　启示

20 世纪 30 至 70 年代，美国通过技术预见应

对内外部危机，积累了丰富的方法和工具，并在全

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自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一些国家纷纷采用技术预见工具来选择优

先发展的领域。然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并未持续推进相关工作，而是

将重点转向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强调科技创新领

域的自主发展，并根据战略需求适时提供引导性的

技术清单，以确保在市场维持活力的同时，引导创

新体系朝着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向演进。

科技发展是创新体系诸多要素协同联动的产

物。政府、产业界、高校和资本等多元行动者及其

所处的制度框架构成了复杂的互动网络。实现创新

网络中各要素间的有效衔接成为决定创新体系成效

的关键。创新体系内部的制度激励应能够激发创新

主体的自主性和活力，“自下而上”地依靠市场

的力量实现联合与协同，进而推动科技进步。然

而，当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创新主体联系不紧密

时，技术预见等科技规划手段可以弥补市场失灵，

通过释放未来愿景的共识信号，协调政策与资源，

以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技术突破，“自上而下”地

引导资源配置，为创新体系提供发展方向。

自发运作的市场机制和基于国家技术预见的宏

观科技规划之间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替代关系”。市

场机制激励各主体自主决策创新，而政府则可以通

过科技规划弥补市场的不足。由于创新体系成熟度

不同，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权重也可能存在差异，关

键在于如何平衡二者，以确保创新体系的高效运作。

作为一个创新体系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依赖市场机

制和多主体协作替代传统“自上而下”的技术预见，

通过卓有成效的制度建设，使关键技术选择在较大程

度上由市场和行业力量推动，而非政府直接规划。

对处于从追赶型向创新型转变关键期的中国

而言，美国的经验表明，科技规划与创新体系建

设应当并重，特别是在创新体系尚不完善的阶段，

“自上而下”的技术预见可以为系统演进提供方

向性支撑，增强各创新要素间的匹配与联动。当前，

中国尚未形成具有高度自主性和活力的科技市场，

创新要素的流动性、协同性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如果照搬美国的实践，可能导致创新资源分散、

战略方向模糊、关键领域突破乏力。因此，中国

技术预见的核心应立足现实，强化政府预见的组

织功能，弥补市场机制在要素链接与资源配置上

的暂时性短板。

·科技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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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中国可以有效借鉴德尔菲调查法、

情景分析法、关键技术选择等成熟方法。采纳这些方

法的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在知识层面，通过系统

性的技术预见研究，识别关键技术领域，预判技术

演进趋势，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在组织层面，

技术预见活动本身就是一个网络构建与要素链接的

过程。通过组织大规模的专家咨询、产学研研讨，

将孤立的创新要素——科研工作者、企业家、高校、

政府决策者进行链接，打破部门壁垒与信息孤岛，

促进知识流动与共享，进而推动分散的创新要素向

关键战略领域聚合，加速创新网络的形成与成熟，

培育主体间的信任与协作机制，为市场机制的完善

创造条件。随着创新能力的提升，应逐步向多元化、

开放性的技术发展模式过渡，鼓励市场和社会自主驱

动技术选择与创新。通过这种动态调整，市场机制与

技术预见之间的替代关系能够在不同发展阶段展现出

协同作用，为国家科技进步提供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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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ccelerates its evolution, the competitive paradigm of the global AI 
industry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shifting from past focuses on single-point breakthroughs in algorithms 
to ecosystem-level confrontations centered on computing power and deep software-hardware synergy. This paper takes 
the strategic alliances by OpenAI as a starting point to deeply analyze its strategic maneuvers with chip manufacturers,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and hardware design firms. Based on AI value chain theory and platform ecosystem theory,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 multi-layer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 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AI software-hardware ecosystem competi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leading AI companies, represented by 
OpenAI, are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 of computing power scarcity and consolidating their market leadership by deeply 
engaging in chip customization, implementing multi-cloud deployment strategies, and emulating Apple’s model to 
build a full-stack, closed ecosystem from underlying hardware to upper-level applications. This new trend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ecosystem lock-in not only reshapes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the global AI industry but also has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roadmaps, business models, and supply chain security.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i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re competitive logic of the current AI industry and 
to offer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Chinese AI enterprises in formulat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building an 
autonomous and controllable industrial ecosystem under the new global competitiv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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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foresight (TF) is an important policy instrument for assessing future direc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development and guid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case study and provid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and main practices of TF in the U.S. Drawing on 
document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e study focuses on U.S. contributions to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F as well 
as two recent rounds of critical technology selection undertaken at the federal level.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established a central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national TF system, it has played a functional 
substitute role in setting S&T priorities through critical technology selection and a range of complementary 
policy instruments. This pathway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U.S. tradition of laissez-faire policymaking and its 
decentralized system of S&T governanc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U.S. TF practices and 
discuss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F initiatives in China.

Keywords: the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forecasting; technology foresight; critical technology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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